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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法学思想的时代光辉与历史局限
———纪念董必武诞辰 126 周年

陈 春 龙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摘 要: 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确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为新中国初期的法制建没作出奠基性贡献。
其中强调司法工作重要、树立司法权威，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重视程序正义、促进司法公正，检察法院公安
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提高审判质量、杜绝冤假错案，培养法律工作干部、开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观点，
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视法律作用、没有法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
观点，更为今天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在今天学习、继承和发扬董必武法学思想，仍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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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

董必武，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受过正规法

律专业教育并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两度赴日本
学习法律，回国开办律师事务所，赴苏联研究社会

主义法律。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参与主持诸项法
律工作，参与领导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新中国
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政法

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副主席、代主席。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法制
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和实施者，在立法、司法和行政
诸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中国

法制建设的进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董必武法学思想，是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董老辞
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温董老法学思想备感亲

切，深为其切中时弊、独到精辟的观点和忍辱负
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如果当时照此办理，

中国法制建设早在几十年前就应该走上正轨，无

法无天摧毁人类法制成果的“文化大革命”也许
不会发生;如果现在照此办理，今天法制建设中存

在的类似问题，也许可以从中找到办法。这正是
董必武法学思想的魅力，正是“董必武法学思想
研究会”在中国近百家法学研究团体中长盛不
衰、成果丰硕的原因之所在。

同样道理，正因为对董老法学思想开展正规、

全面、系统研究已有十年，对董老法学思想的时代
成就已作了非常正面的积极肯定，轻视、贬低、否
定董老法学思想成就的观点几乎没有市场。正是
在此种形势下，也许到了可以客观、冷静地探讨董
老法学思想中历史局限及其根源的时候了。全
面、客观、科学、公正地对董老法学思想予以评价，

弘扬董必武法学思想的时代成就，尽量避免其历

史局限，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深入推进中国法治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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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董必武 1886 年出生于具有文化根基的清贫
家庭，18 岁考中秀才。1914 年和 1917 年两次赴
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投身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
观点统率所掌握的资本主义法律知识，在中国人

民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中，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一) 重视法律作用，没有法制不能成为一个

国家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科学地指出: “在
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

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
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

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
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
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
家。”①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在指出国家初始职能
就是维护和实施法律的同时，阐明了法律对于国

家和个人的极端重要性。后来在他与马克思合著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明确指出: “在这种关
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

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

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

一般表现形式。”②列宁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维
埃政权后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也“像任何阶级
一样，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

保持政权，巩固政权”。③

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了解法律的重要性。早在
1937 年他就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法律作出呼吁: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
命的新法令。”④新中国建立后，他亦重视法律的
作用，要求人们守法: “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
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
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
制。”⑤可是，以武装斗争对抗专制统治、以群众运
动作为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法宝的毛泽东，由于

没有系统学过法律，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国

家与法原理，在对当时形势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

下，任凭个人意志及注意力转移所左右。他既可

以在理智时多次肯定法律的重要性，也可以在肆

意时宣称“这个法那个法有什么用，我们就靠开
会决定，一个中央文件下去就什么都解决了”，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既可以亲自主持起
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肯定它是国家的“总
章程，是根本大法”，⑥也可以听不见合法产生的
国家主席怀抱《宪法》保全生命的哀求，将自己亲
自领导、参与的法制成果毁于一旦。面对此种
“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
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
改变”［1］146的以言代法、朝令夕改的人治局面，中
共领导层内部很难听到异议之声。最早的例外，

可能来自董必武。

早在毛泽东轻视法制、要政策不要法律的初
始时期，中共党内唯一的法学家董必武，就不顾当

时已成主流的左倾政治时局，不考虑个人安危，依

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耐心讲解法律基本常识。
1957 年 3 月，他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
院长会议上明确指出: “法制是人类文明的主要
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
家”［2］381。针对当时群众运动冲击国家法制的非
正常状况，董老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运动是什
么性质的呢? 群众运动是一种风暴式的革命运

动，它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依靠法

律。”［2］379“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
心理。”［2］196这样直言不讳地从国家法制高度，对
当时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和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

提出批评，在中共党内是第一次，此后亦不多见。
( 二) 强调司法工作重要，树立司法权威

急风暴雨式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由上层发动
和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使得刚刚起步的法制建

设步履维艰。包括政法干部在内的广大干部对法
制工作普遍抱着消极态度，全社会法律意识淡薄，

司法工作在全党工作中排在末位，不被重视。正
是在司法工作处于低潮的困难形势下，董必武发

出了最强音。他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锐利的
武器，如果说司法工作不是第一位的话，也是第二

位。当我们在跟反革命作武装斗争的时候，当然
武装是第一位的。在革命胜利的初期，武装也还
有很大的重要性。可是社会一经脱离了战争的影
响，那么司法工作和公安工作，就成为人民国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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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付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具。而
有些同志忽视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显然是很不

应该的。”无论从《共同纲领》还是从《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来看，“对于司法工作都看得很重
要。”［3］38，42在当时司法工作不被重视的大环境下，
敢于提出司法工作应该处于第一、第二的鲜明观
点，很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正是在司法工作重要思想指导下，董必武高

度重视司法机构和制度建设。针对建国初期法
院、检察署在全国建制不全的情况，他积极努力，
建立健全了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审判机构，并推

动县一级检察署设立。
社会大众对司法活动的信任程度即司法公信

力，是司法权威的根基。董必武认为，司法公信力
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和大众对法院判决的信服。他
说:“要知道法院的判决不仅是要使当事人信服，
更重要的是判决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要使群

众信服。”［2］238为了提高审判质量，在他亲自主持
下逐步在全国法院系统确立了合议制、陪审制、辩
护制、公开审判和审判委员会等项制度。
与此同时，针对当时社会突出政治、轻视业务

的客观情况，董必武特别指出:提高审判质量要坚

持“虚业”与“实业”统一，政治与业务并重。防止
表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要提脱离法院工作实
际、空泛、照搬的政治口号; 法院工作当然要走群
众路线，但法院工作走群众路线既有与其他部门

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一审案件、上诉案
件到当地就审，这种走出法庭，改变孤立办案的衙

门作风，便利于人民是好的，但都走出去也办不

到。”［2］416针对突击办案问题，他说: “清理积案很
好，突击一下也可以……但不能经常搞突击。”
“干劲是要有的，但要有节奏、有波浪，大海里的
波涛就是一波一波、有起有落的。我们搞工作如
果只起不落怎么能行呢?”［2］419

既判力是维护司法权威的确定性因素。既判
力既要求法院以判决处理后诉、一事不再理，又禁
止当事人反复缠诉。董必武在当时实行“三审终
审”的实践中，深切感到案件“终审不终”是影响
司法权威的突出问题。他在 1954 年 6 月政务院
会议上对此公开提出批评: 处理申诉案件不是三

审终结，“现在实际是多审”，有的案件“三审后告
到毛主席那里，又得重来”，无休无止，反复审
理
［2］58。董老的批评有理有据、切实中肯，然而收
效甚微。时至今日，董老批评的无限申诉与无限
再审，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与既判力相连的是判决执行力。“执行难”

早在数十年前即已存在。董必武对此明确指出:
“怕自己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观点，不敢强制执行，
所以案子判决以后常常等于没有判决。”“把一般
的强迫命令和法庭的强制执行混淆起来，这是不

对的。”“法院判决了，就必须执行。一个案子判
决确定之后，诉讼当事人应该有一方负责任。他
不执行，法院就应该强制执行。”［2］206近半个世纪
后，“执行难”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
之势，发展到当街叫卖生效判决书的亵渎法律尊

严的可悲局面，实在有负董老的谆谆教诲。
董必武遵循司法规律，注重审判质量，维护司

法既判力和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的可贵精神，穿

破时空，直达现在。
( 三) 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马克思指出: “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
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
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①在毛泽东
主持、董必武参与起草的 1954 年宪法和董必武主
持起草的 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均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针对当时不少人对此不够理解的普遍情绪，

董老耐心解释说:“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别的
机关不能审判。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的审判权没
给他们，只给了法院。有审判权的机关是特定的
机关，国家任命一些人代表国家进行审判。别的
机关不能作判决，因之法院和别的机关处理问题

不一样。”［2］383董老的耐心解释在执政党领导层内
未引起正常反应，而是“一人独唱，孤掌难鸣”。
其结果就是“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
在立法上被彻底修改，司法实践中矛盾丛生。其
实，这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问题”。
作为新中国成立时难得健在的中国共产党创

始人，可以说没有比历经枪林弹雨终于掌握政权

的共产党员董必武，更坚持共产党对包括司法工

作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了。他平时在政法
工作中十分强调党的领导，反复指出“进一步加
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

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列入工作
议程，党委定期讨论和定期检查法制工作，都是迫

切需要的”［2］354。但与此同时他又直白而科学地
指出:“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
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
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那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

构干什么?”［2］15“党委都要管还设法院干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董老不仅尖锐地提出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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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解决问题给出正确答案。他认为党与国家政
权机关的关系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
方法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
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他们的活动实施监督;

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 ( 党与非党
的) 到政权机关中工作。”“这就是说，党领导着国
家政权，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发号施令。”
“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
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
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

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2］26

共产党机关与国家司法机关、共产党执政权
与国家司法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涉及

“四项基本原则”的敏感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治
观念问题。司法机关严格公正司法，依据的是法
律不是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必须通过确
定的立法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才

能成为司法的依据。“但党的意志与法律并不总
是一一对应的，并不是所有的党的意志都能成为

法律。”［4］90更不用说某一级( 含最高级) 党的组织
或党员个人。因此，在法治原则指导下，共产党机
关不应该行使国家司法机关的职能，而只应依据

执政原则实行政治上的领导。
1979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
刑事讼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正式明令取消存在
数十年的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明确指出: “党委和
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

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制度。
对于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有关单位

和个人必须坚决执行，如有不服，应按照司法程序

提出上诉。”中共中央这一决定，为正确处理党的
领导与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开了一个好

头，但此后，从幕后走上前台负责指导协调领导各

司法机关关系的中共政法委员会的做法，又给正

确处理二者关系增添了不少变数，以至今天此一

问题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其实，无论从中外国家治理实践还是从政治

学、法学理论上看，这并不是一个多难多大的问
题。说到底，它只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期间内部
权力如何分配、如何行使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提高
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的问题。但愿我们能从董必武法学
思想中汲取营养，早日科学合理地予以解决。
( 四) 重视程序正义，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正义由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部分构

成，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马克思曾就二者之

间的关系作过形象生动的描述: “审判程序和法
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

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
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

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

的表现。”①董必武也从哲学高度准确指出:“司法
活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世界上任何实质的东
西，没有不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3］521但由
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

一样，习惯于以运动的方式办案，司法非程序化倾

向十分突出，不少人认为诉讼程序是一种“束
缚”。董老对此耐心作出解释: “资产阶级形式主
义的那一套，我们是不要了，但也应该有个适合我

们需要的规程，那就是诉讼程序。按照程序办事，
可以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合理、更科学，保证案
件办得正确、合法、及时，否则就费事，甚至出差
错。”［2］426董老要求坚决纠正那种认为按程序办案
是“束缚自己手脚”的“包袱”的观点，明确“审判
程序的规定是要体现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各项制

度，调节审判过程中的各项活动，以保证判决正确

而同时又尽可能地迅速。有些法院没有认识到程
序的意义，把它看做是形式问题而不予重视，这种

看法同不重视法院组织法的各项制度一样，必须

迅速纠正”［2］408。
作为政法界的直接领导者，董必武不仅从法

理上肯定诉讼程序重要，而且对实践中司法人员

为追求办案速度采取非法手段的错误做法提出严

肃批评:“有些地方对于违法犯罪的人犯，只注意
他是否犯罪，而不注意严格履行法律手续的现象，

还没有完全克服。例如有些司法人员有时没按法
律规定的手续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和

上诉的权利;有些监所和劳改单位的管理人员，违

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违反革命人道主义的

原则，虐待犯人的现象也是有的。这些都是严重
的违法行为，必须彻底加以肃清。”［3］483为了从制
度上纠正轻视法定程序的错误，董必武领导最高

法院在总结全国 14 个大城市刑事案件审理程序
的基础上，初步将刑事案件审判程序规范为五大

步骤:案件来源和接受案件的手续;审理案件前的

工作;审理和裁判; 上诉; 再审和执行。今天看来
如此粗疏实在不值得称道的程序划分，在半个多

世纪前的中国司法界却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它

使得刑事司法程序首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司法

人员实行，为以后立法机关起草刑事讼诉法和民

事诉讼法提供了宝贵经验
［3］271。在此基础之上，

董必武还继续领导最高法院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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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带有程序性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辩护与律
师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公检法互相制约制度
等
［4］8，为后来我国司法制度的健全打下重要

基础。
“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国司法实践长期存在
的陋习，虽经努力克服，但其惯性犹存。原由虽较
复杂，但理论认识仍是主因。其实，公正的程序不
仅是实现实体正义的保证，而且其本身就是现实

中“看得见”的正义。与较为专业、抽象、不易把
握的实体正义相比，程序正义相当直观，老百姓能

清晰看到、听到，亲身感受到，因而也是当前社会
对司法不公印象的重要方面。董老对程序正义的
深刻论述，对今天的中国司法仍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 五) 检察法院公安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

制约

公安、检察、法院是组成我国司法系统的三个
重要机关。对于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董必
武最先将之明确为“分工负责、互相制约”。

1957 年 3 月，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

“检察、法院、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制约。
检察院是监督机关，不管哪一机关犯了法，它都可

以提出来。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它特别注意
同反革命作斗争。公安机关捕人，要经检察院批
准，没经批准就逮捕人，是违法的。逮捕现在有逮
捕条例，对违警的，根据违警条例可以拘留几天。
检察院本身没有判决权，人逮捕起来以后 ( 有些

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不捕人) ，就要侦查，如

果认为应该判罪，就向法院起诉。判罪或不判罪
是法院的职权。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如果认为需要
捕人时也可以捕人。法院审判不合法，检察院可
以抗议;公安部门发现法院判错了，可以经过检察

院来抗议，但不能直接管。这叫做分工负责、互相
制约。”［2］388董必武还进一步解释说:“对司法系统
来说，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

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
检察的位置上……公、检、法是整个司法系统统一
体的各个环节，好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样，
互有影响。”［2］418董必武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
负责、互相制约”关系的科学表述，很快得到中共
中央认可。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共八大作
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
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

相制约的制度。”［5］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董必武关于公检法三机

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 注意:未提后来极流行

的“互相配合”) 的正确思想，虽经中共中央口头
上予以认可，但并未在中共主要领导人心中引起

重视，在紧接其后而来的 1958 年“大跃进”运动
中，就被不屑一顾地抛在旁边，司法工作出现了诸

如“一长代三长”( 公安局长代替检察长和法院院
长) 、“一员代三员”和快速办案的“大案不过三、

小案不过天”等错误、荒唐的做法，给人民司法工
作造成严重损害。
( 六) 提高审判质量，杜绝冤假错案

审判是一种运用证据、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纷
争的活动。证据的时过境迁、稍纵即逝，证据反映
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距离，犯罪活动的

智能化和现代化，审判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和技术
手段、物质装备与公正审判的不相适应，各种外来
因素干涉难以避免、独立审判真正实现尚须时日，

再加上司法体制、机制和立法工作中的不足和缺
陷，使得审判机关和审判人员违法侵害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从哲学角度看，人们的
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存在矛盾;从现实状况看，违

法乱纪、权力寻租屡禁不绝，致使审判工作中冤假
差错案件经常发生。

早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年人民司法工作时，

董必武就严肃指出: “司法工作当前的严重问题
有两个: 就是错捕、错押、刑讯逼供和错判、错
杀。”“错捕、错押和刑讯逼供的情况不仅在法院
范围里面有，在公安部门也有，甚至在下级行政人

员和行政部门中也有。”对于第一个问题，董必武
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司法机关坚决改正，并及时

作好善后处理。对错捕、错判的人“应该采取迅
速的步骤去查明释放，不要迟延”。对于第二个
问题，董必武指出: “处理错判、错杀案件是关系
人民生命财产和党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

响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仔细地去处理，那种
简单、粗暴、鲁莽的态度是有害无益的。”［2］159 － 161

董

必武还深入分析问题严重性: “错案不能光按百
分数计算，因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

分之几，但是对每一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

百分之百的错了。”［2］385

错捕、错判、错杀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
条就是刑讯逼供。董必武说: “刑讯应当是严禁
的，在司法机关中尤其应当严重注意这一点。”
“乱捕和刑讯要禁，而且不只一次禁，要三令五申
地去禁。禁到三令五申以后，还有再犯乱捕和刑
讯逼供的人，那就应当受法律制裁。”［2］160

董老关于严禁错拘错捕错判、严禁刑讯逼供、
发现错案后应当认真仔细处理的精神，至今仍极

具现实意义。虽然在全部审结案件中冤错比例很
小，但对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伤害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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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佘祥林、赵作海式的冤假错案对社会和谐的
强烈冲击，对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权力异化为侵犯

人民的可怕力量带给社会的激烈振荡，十分深刻

而难以平复。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必须诚恳、积
极、热情、公正处理，给受害人提供充分的司法救
济，迅速平复社会创伤。同时深刻反省掌权、用权
时的失误，检讨权力寻租导致冤假错案产生的根

源，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整顿司法队伍，提高司法

水平，改革司法制度，健全国家赔偿诸项立法。
( 七) 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

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董必武在当时社会环

境下提出的最经典、最具针对性的法治名言，是中
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正确指针，是后来邓小平

法律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最需要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1956 年 9 月 19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他深思

熟虑的著名“依法办事”思想。他在发言中提出:
“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
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
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
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
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

来。这是否可能呢? 应当说是可能的。”“其二，
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
行，按照规定办事; 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

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当然，在法制的执行
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

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提

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我们反
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
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

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
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

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
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2］352

董老这段精辟论述直接针对当时社会普遍存

在的两个问题:

第一，无法可依。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
1949 年执掌全国政权至 1956 年已经七年，但作
为治理国家、维护秩序最基本的刑法、民法、刑事
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均付阙如，规范社会生活仅

仅依靠政策、指示，依靠群众运动。董老对此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以至不得不在执政党最重大场合

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必须有法可依”。而
“有法可依”是否能办得到呢? 董老分析后说，其
实是不难办到的，“例如，我国刑法已有了草案初
稿，刑事诉讼法的初稿也早已有了，请中央责成起

草的同志将初稿中若干原则问题报经审定。我看
这两个法的草案很快就可以脱稿。”董老指出:“现
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客观的

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
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

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346

第二，有法不依。尽管基本法律缺失，毕竟已
建国七年还是有一些法律规定。但由于执政者不
重视法律作用，不遵守现有法规的现象也就十分

严重。尤其是一些当时地位较高、过去功劳较大
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不少国家
机关甚至司法机关“有法必依”的意识相当淡薄。

受群众运动左右的普通百姓的守法意识更是无从

谈起。对此，董老指出: “要使群众守法，首先就
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对法律、法令有充分的理
解，才能正确地执行和模范地遵守法律。”［2］222为
了遏制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趋势，董老甚至主

张加重处罚: “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
政府的法令。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
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2］6

董老指出的这两个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关

键是在执政党最高决策层。董老在上述八大发言
中第一句话就是“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
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①尽管“党中央
号召依法办事”，但更多的表现在口头上、形式上
和舆论宣传上，并没有落实甚至也不准备落实。

董老高举中央这一提法，并加以深入论述、具体细
化，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促使中央把口号变成行

动。其尽职尽责的努力实在值得肯定，其良苦用
心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 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此后不久即遭抛

弃，董老再精辟的大会发言，就更是如弃敝屐、不
屑一顾了。

二十余年后，在董必武“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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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拨乱反正、指导新时期
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方针，并进而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铺平道路。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思
想解放运动。4 天后的 5 月 15 日，《人民日报》即
摘要重新发表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进一
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正是该发言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1978 年
10 月 19 日，根据邓小平“报纸在讨论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要把民主和法制问题讲一

下”的精神，《人民日报》在头版又摘要发表董必
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上的
讲话”，正是该讲话提出“法制建设是人类文明主
要标志，国家没有法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
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
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

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
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1］140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又正式
肯定和确认这一提法。自此，在董必武“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拨乱反正、指
导新时期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方针。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法制理论，

弘扬董必武法学思想，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6 年在《董必武
画册》出版暨董必武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
上，江泽民指出:“董必武同志一生中有相当长的
时间从事政法和监察工作，他对人民司法事业作

出的奠基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董必武同志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精神

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法制建设，仍有指导意

义。”①1996 年 2 月 8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
的第三次法制讲座上作了题为《依法治国，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该治
国方略是在董必武法学思想、邓小平法制理论基
础上树立起的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 八) 培养法律工作干部，开展法律教育和法

学研究

董必武非常重视司法干部教育工作。他说:
“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没有干部，司法机构即使建
立起来，也难于完成工作任务。”［3］100“为了加强法

律工作，培养法律工作者便成为一个重要的任

务。”［3］346作为中共领导层中分管政法工作的具体
领导，针对新生政权刚刚建立、旧司法人员急需改
造、新司法干部急需培养的现实状况，董必武发表
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如“旧司法工作人员的改
造问题”、“目前政法工作的重点和政法部门工作
人员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
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等等。他强调指出:
“加强培养法律工作干部，是我们党领导思想工
作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
以前，我们党在领导法律思想工作方面的工作是

较薄弱的一环。……革命胜利以后，过去参加革
命队伍又学过法律的人，绝大多数都担负了行政

工作或别的实际工作，只有少数的人在政法部门

工作，而且他们又忙于日常事务。所以，这一方面
的工作成就至今还不是很显著的。”［2］209

鉴于此种形势，为适应政法工作的迫切需要，

董必武提出: “中央和各大行政区都应办一所政
法干部学校，当前主要是训练在职干部，将来则成

为政法专门学校，由政法委员会负责领导，请教育

部协助。经费问题由政法委员会与当地教育部门
共同商量解决。其任务是训练县以上政法部门的
骨干干部，学习期限是半年到一年。……政法干
部轮训班由省来办，司法、民政应分开，任务是轮
训各级政法部门中的一般政法干部。”［2］124

除了短期轮训之外，董必武还着眼长期正规

的法律教育，在上述讲话中就“华东、西北成立政
法学院”问题作出安排。此后，在董必武长期不
懈的呼吁和努力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重新恢复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按大行政区设立了

政法学院，还于 1958 年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
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法学
研究所。自此，“法学在我国还没有进入科学之
门”［2］214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法学学术团体中
国政治法律学会和法学理论刊物《政法研究》，也
在董老具体推动下成立和创办。
面对今天蓬勃发展、门类齐全、专家云聚、成

果丰硕的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喜人景象，

我们这些后来受益者，无不发自肺腑、起于内心地
对董老当初的远见卓识由衷敬佩、深怀感激!

二

仅从笔者归纳的董必武上述八个方面的法学

思想来看，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确丰富和发展了社

会主义法制理论，为新中国初期的法制建设作出

奠基性贡献。其中强调司法工作重要、树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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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重视程序正义、
促进司法公正，检察法院公安三机关分工负责、互
相制约，提高审判质量、杜绝冤假错案，培养法律
工作干部、开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观点，在今
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视法律作用、没有法
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的观点，更为今天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提

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在今天学习、继承和发扬董
必武法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客观、冷静地指出，时代

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任何科学思想的产生都不
得不受其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有其进步性，

也有其局限性。弘扬、发展其中的科学真理，摒
弃、克服其缺陷与不足，是后来者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说董必武法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即是在说，与毛泽东同一时代的董

必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缺陷的烙

印。董必武、毛泽东的时代，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的时代，是推翻旧法统、砸碎旧政权的时代。董必
武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一位法学家。他
将自己的名字由“璧伍”改为“必武”即革命欲取
胜“非有武装不可”之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
点。革命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既不受旧法律约
束，也不受自己法律约束的暴力行动。
董老法学思想的历史局限，同毛泽东思想的

局限一样，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主题。这个主
题在那个时代曾经是正确的、必须的，因而是合理
的。但真理向前跨出半步即成谬误。未随着时代
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主题，很快在中国

走向它的反面。毛泽东思想错误的理论根源，是
僵化地固守原本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主题，而

未随着世界和中国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之

在所有领域、尤其在治国方略上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共产党已掌握全国政权、中国已进入经济建设、
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如果不及时转换马克思主义

原有的革命主题，摒弃在该主题基础上形成的法

观念，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脱离中国和世

界的实际，成为对我国法制建设起巨大障碍作用

的惰性的精神阻力。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观念，以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有意无意地排斥法律本

身的科学准则，以一切是否有利于革命阶级、是否
有利于巩固一个阶级的专政，是衡量和判断是与

非、合法与非法的标准，并将此标准贯穿于法律教
学和法学研究，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
制宣传的整个法制实践之中。这是改革开放前整

个国家法制建设处于停滞和破坏的理论根源。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人治不要法治、法律和

司法机关只是专政工具“刀把子”的大环境下，尽
管董老掌握法律基本知识，有时也据理力争，发出

一些不同声音，但他不能同毛主席党中央对着干，

只能在打着他们的旗号下，尽量做些符合法律原

理的实事。因之，董老法学思想总体上属于计划
经济条件下的人治范畴，他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上
也不愿意脱离开他那个时代。董老的基本观点应
该说同毛泽东是一致的，比如关于革命运动、武装
斗争、党的领导、司法为中心工作服务等观点和主
张二人几乎没有差别，只是在涉及法律专业尤其

他分管的政法业务上二人才有一些分歧。董老有
时可以讲一些带有冒犯性质的真话，但总体上他

必须也愿意尊重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包括错误
决定。他在很多时候也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言
不由衷的话，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不敢也不能太

过直言，太过坚持。因为只有保全自己，才能继续
拥有发言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
另外，董老学过法律，分管全国政法业务，从

工作职责上说，他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央分配给他
的工作做好。因之在事关国家法制建设方面，他
有能力也应该发出不同于其他领导的专业声音。
如果以此为标准要求掌管全部国家大事的毛泽

东，那就强人所难了。在今天褒扬、肯定、歌颂董
老精神的时候，我们既要肯定这种精神的难能可

贵之处，学习董老刚直不阿之精神和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策略，同时也要看到董老之所以能够

做出如此言行，是与他个人独特的身份、资历、学
识、建党元勋地位等分不开的。同时，董老没有政
治野心，不想掌控国家实权，对最高当权者不构成

威胁
［6］。① 所以，历经“五朝弊政”巍然不倒的董
必武，才侥幸得以避免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彭
真、刘少奇之命运。不看到这一点，既不客观公
正，也无助于董老精神的承继与弘扬。
在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我国

全面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新时期，我们学习董必武法学思想，就应该
也可能跳出当年局限董老的各种思想禁锢，从人

类基本法治原理出发，就中国现阶段法治观念和

法制建设的实际状况，就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面

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

与党委政法委领导、司法专职化与为中心工作服
务、司法机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法律至上与党
的利益至上、一党执政与人民选择权等涉及基本
法治理论和中国客观现实的迫切问题，在董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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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的指引下，客观、科学、勇敢地进行探讨，为
在这个有数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的东方大国，真正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董必武之夙愿，竭尽

我们这一代法律人之义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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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a Brilliance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Dong Biwu＇s Legal Though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26 Anniversary of Dong Biwu＇s Birth

CHEN Chun-long
( Institute of Law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s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Dong Biwu＇s legal thought is indee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nd made a in-
itial ground － bre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China＇s legal system． The points of views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jus-
tice，to establish judicial authority，independent of the trial court only to obey the law，attention to procedural justice，and pro-
mote justice，divide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hree organs such as procuratorate，court and public security bureau，mutual con-
straints，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rial，to prevent miscarriages of justice，training cadres for legal work，to promote legal edu-
cation and legal research and etc，still tak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day． The points of views that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law，no legal system can not be a country，working according to the law must have the law and use the law，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to the proposal of today＇s gover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So it still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learn，to in-
herit and carry forward Dong Biwu＇s legal though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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